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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和理解，不仅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和理解，不仅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重要的经济史现象诸如西方世界的兴起、近代中日经济绩效的异同等。
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技术进步按其性质可被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技术引进或技术模仿型技术进步，一种是技术创新型技术进步。经济学界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对制度的不同看法，可以把技术决定论者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以马克思、佩雷斯 、弗里曼和卢桑为代表，他们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同时强调制度的不合宜对技术作用发挥的限制。根据弗里曼和卢桑的论述，研究经济增长的视域必须是我们所历经的一系列时代，每个时代都以某种 技术集群为标志，这些技术集群的演变推动经济增长。技术集群的形成、利用与扩散，需要一定的经济和制度结构为支撑，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这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观点，其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论述，只需进行简单的名词置换，就可以适用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 佩雷斯 ( 1983) 则较早赋予其以现代的形式。
另一派则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索洛 ( 1956) 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运用 索洛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只是既定的外生变量，这成为其理论局限性。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努力导致了以卢卡斯 ( 1988) 、罗默 ( 1990)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又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兴起。他们通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来间接地解决技术进步外生的问题。但一些学者( 例如，龚刚2012) 指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并没有直接关系，创新是联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而新经济增长模型中恰恰缺乏创新概念。
二、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有关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最具典型性的当属以诺斯 ( 及其合作者) 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因其强调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又被学界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诺斯等在 《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的中心论点是，制度变迁在美国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更明确地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之所在。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构建了一个包括国家、产权与意识形态在内的一般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解读了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上述三本著作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是 把制度置于理解各个经济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经济体的激励结构。但在前三者的研究中，诺斯及其合作者，并未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以及人类的心智结构和信念体系作用于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而这正是解释那些为经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经济体得以持续的潜在源泉。《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 2007，中译本)弥补了这一不足，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放到社会经济变迁的宏大体系加以理解，为其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逻辑基础。
自上世纪70 年代 《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以来，在新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竞相模仿，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尤其是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展，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兴起，但其研究总的特点是偏重于根据已有的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数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很薄弱。在理论探讨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是林毅夫和韦森所做的工作。林毅夫 ( 黄少安，1996) 强调制度变迁在转型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把制度变迁分为 强制性变迁和 诱致性变迁，认为正是这两种力量促进了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速度，从而促进了转型期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韦森通过对从斯密、黑格尔、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斯、肯尼迪和华勒斯坦等思想家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是 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地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 斯密动力。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 斯密动力，就会发现， 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 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 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 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三、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有关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史学派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他们认为，技术进步 乃是增长本身，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 创新率的加速。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坦( 1994，中译本) 则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相互依赖型很高，这是因为在实际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是相互影响的，二者谁决定谁的争论似乎意义不大。
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同意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二者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大多侧重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实证研究和具体测算，例如，李国璋和周彩云( 2010) 、车士义和郭琳 ( 2011) 等;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例如，何恒远等 ( 2005) 、皮建才( 2006) 、潘慧峰和杨立岩 ( 2006) 等。何恒远等构建了一个包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理论模型，为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一个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互动作用的视角。皮建才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鉴于此，他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揉进一个统一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遗憾的是，在这个模型里，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都是外生的。潘慧峰和杨立岩则是采用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描述了一个 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制度实施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制度与技术互动的角度诠释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四 、结语与讨论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我们认识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倾向于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同时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则更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当然，也有人强调是二者的互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许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看法，但对二者之间互动的动力源问题并未得到过说明。
根据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经验，正是在 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无穷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荷兰与英国才成功地走出了 17 世纪 马尔萨斯危机，进而迎来18 世纪的产业革命 ( 诺斯1992) 。正是市场需求的刺激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才有了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制度变迁，而工业革命的本质则正如诺斯所揭示的那样，是技术进步率的加速。无独有偶，19 世纪 80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是由二者之间市场需求差异决定的，这种市场需求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形式的技术进步速率以及由此引致的制度变迁速度和方向方面的差异。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 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动力源就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市场需求一方面连接着制度变迁，一方面连接着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可以表达为: 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设想，它是否可以成立并经得起推敲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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